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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

研究*

赵中亚＊＊

1894 年甲午战争中清帝国的惨败，导致中日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清廷从

中央到地方，派出不少人员到日本考察，同期也有不少人自费到日游历，以期通

过效法日本，达到富国强民之目的。当时留下的记录，多以“东游日记”为名，据

日本学者实藤惠秀所掌握的情况，甲午以来中国人东游日记总计达 270 种( 内含

民国时期的 77 种) ①。这些日记差别很大，有些浮光掠影，议论肤浅，资料拼凑;

有些则敢于接受新事物、新气象，并形成自己的认识。不管怎样，作为中日关系

史、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以及近代中国谋求整个社会形态和文化模式向

现代转型过程中留下的生动记录，很值得研究②。

当前关于清末东游日记的研究，多关注的是官方背景较为浓厚的张謇、严

修、吴汝纶、陈荣昌、盛宣怀等人。江苏常州人程淯，1904、1906 年曾两次东渡日

本考察③，一次是自费考察大阪博览会以及日本全国学务，一次则是奉山西巡抚

恩寿之命考察教育以及医学，后者留下《丙午日本游记》一册。然而，在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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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得到 2018 年度周有光语言文化学术研究项目( ZYG001812)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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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达云:《清末中国官民的日本考察》，日本甲府、山梨学院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1998 年版; 汪婉:

《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东京汲古书院 1998 年版，转引自王宝平《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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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甚少提及程淯及《丙午日本游记》①。少数研究提到了程淯，但对其在山西

的活动以及东游的情况鲜有论及。以杨雨青的研究为例，虽然她曾接触到了清

末的 47 种东游日记，程淯的《丙午日本游记》亦在其列，但其研究中仅引述了程

氏游记序言中的一句话，意在说明大部分东游考察对中国近代化进程未产生重

大影响②; 而在李玉的研究中，程淯被视为“纷纷赴日参观访问，研究日本明治维

新，寻求中国富强之道”的众多清末学者爱国人士中的一员，其作品与王韬、李

筱圃、罗振玉、张謇等的一样，“造诣较高，影响较大”，但对程淯生平及游记内容

只字未提③。此外，在一些研究中，程淯的《丙午日本游记》甚至仅作为李叔同在

日本学习绘画的资料来源而存在④。至于程淯本人，通常是作为印人、书画家偶

被提及，间或提及其曾作为民国时期提倡尊孔读经的重要角色，谈及所刊刻的

《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并无端被目为康有为弟子，如张颂之称程淯，“是

康有为的弟子，他是宗圣会的会员，在 30 年代成为鼓吹尊孔读经的一个重要角

色，并出版《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一书，得到了当时众多要员的支持”⑤;

景迪云亦称程淯“是康有为弟子，尊孔崇儒，编辑过《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

《孔子年谱》等。文脉所系，自然以本地为自豪，钤印‘阳湖程淯’，既表籍贯，又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如彭雷霆的《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认识( 1871—1915) 》( 华中师范大学 2008 年博士学位论文) ，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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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游记》皆不在其列。直到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岳麓书社 2016 年版) ，《丙午日本游

记》始收入其中。
杨雨青:《20 世纪初中国人对日本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3 年第 6 期，第 124 页。
李玉:《中国的日本研究: 回顾与展望》，《国际政治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122 页。
林子青:《弘一大师传》，收入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弘一法师》，文物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周成:《西方人体艺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收入陈醉主编《人体美与性文化》，中国文联出版

公司 1990 年版，第 257 页; 李超:《中国现代油画史》，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3—24 页。
张颂之:《民国诸文化保守派眼中的孔教运动》，《齐鲁学刊》2008 年第 5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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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宗”①。实际上，程淯并非康有为弟子，其自身在清末时期的活动，尤其是他

的日本考察，颇值得研究。

一、早年时期的程淯

1. 程淯与康有为

程淯，江苏阳湖人( 今常州市) ，早年事迹不详。1897—1898 年间帮助李提

摩太处理广学会及其他事务。1898 年，李提摩太被康有为等人推荐给光绪皇帝

作顾问，程淯随同到过北京，而与康氏发生了间接的关系，事见程氏为其个人所

藏康有为给李提摩太的书信所作的跋文:“光绪丁戊间( 1897—1898) ，余佐英人

李提摩太君办上海广学会……时景皇帝( 光绪) 欲特开懋勤殿，拜李君为顾问大

臣。七月二十四日，李君与余航海北行，月杪至京，寓英公使属，适英使避暑外

出，翌晨乃迁至米市施医院。八月三日午后康先生来言: ‘新政施行甚难，吾顷

奉谕旨办上海官报，明日将南下矣。吾欲请友邦进忠告，而贵邦公使又不在京，

至可惜也。’李曰:‘竟不能调和两宫乎?’康曰: ‘上行新政，盈廷衰谬诸臣，恐被

罢黜，哭诉太后，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②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仓皇出逃，梁启超等人也手足无措。经容闳提醒: “政

府缇骑四出，梁氏甚危，能为之地否?”李提摩太始认识到康梁等人处境危险，但

他认为梁启超仍能自救:“梁固知趋避者，毋烦余为之画策也。”但对于是否营救

康有为，李尚犹豫。在此情况下，程淯对李提摩太的决定产生影响: “( 李提摩

太) 与余对面坐于短榻上，谓余曰: ‘西人之睹国者，皆言贵邦政治已入正轨，循

序以进，不难富且强，不图有此挫折!’余曰: ‘全国风气不开，诸顽固党群附太

后，欲革新政治，岂易易者? 虽然，康先生恐不免矣。’李曰:‘在海舶中，当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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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迪云:《康门弟子程淯: 诗人·印人·茶人》，西泠印社编《西泠印社》( 马衡研究专辑) 总第 29
辑，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53 页。
《程淯跋〈李提摩太致康有为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 一) ，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

书店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20—4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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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则甚危险矣。’余曰:‘上海贵邦总领事白理南君非吾广学会会长乎?’李

曰:‘然，但能否尽力，不可知也。’余曰:‘万国皆保护政治犯，先生盍发一电以救

之。’李不语，久之曰:‘电可发，恐无补耳，且不知所附何船，若在华法界登陆，则

败矣。’余曰:‘亦惟尽心焉耳已。’……英领事白君得电，请示于伦敦政府，英首

相沙士勃雷侯复电允许，乃派工部局员濮兰德乘兵舰至吴淞，得康先生于重庆轮

船，乘风破浪，直抵香港，是为康先生出险之始。”①

康有为脱险后，给李提摩太写过四封信，其中包括拜托李氏打听光绪皇帝的

安危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消息，请李氏协助其门人为康广仁等人收尸等②。这

些书信，李提摩太后来全部交给程淯收藏③。1924 年，程淯在上海将信交给了康

有为，令康氏很是感动。在《癸亥跋后》一文中，康有为详述了其戊戌变法失败

后给李提摩太所写的几封信失而复得的情形:“程君白葭乃能藏吾旧书，出以相

示，重提往事，恻恻寸心……白葭高义，始终如一，又保全吾戊戌影像，即捕索之

像也，亦可悲感矣。”④而《康南海先生年谱续编》中，康有为长女康同璧再次提

到这段往事，并点出程氏在李氏搭救康有为过程中的作用:“( 1924 年) 正月……

程伯葭来沪，出示戊戌出亡时致英人李提摩太书……程伯葭君时为李君随从秘

书，得梁启超八月初六日告变之信，知先君将不免，程君急劝李提摩太电问上海

英总领事白利南求救，而先君始于英舰保护之下，安全到港，皆程君发动 之

力也。”⑤

所以，程淯与康有为并不存在师生关系，他之所以出力帮助康有为，或因其

身上所具有的侠义之气。程淯曾为在哈尔滨刺杀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朝鲜人

安重根作传，并组织王树枏、易顺鼎、贾恩绂、蔡元培、王照等人为《安重根传》题

词。其中有位名为狄郁的人称程氏，“谓当移锋毙内奸，词挟风霜义尤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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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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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兴来轸遒，英雄感力良堪卜”; 王树枏也称程淯，“喜任侠”①。

事实上，在康梁被通缉的年代，作为朝廷官员的程淯，在日本考察时，也未回

避与康有为相关的人与事。如 1906 年 10 月 15 日( 公历 11 月 30 日) ，程淯参观

横滨大同学校时就注意到，“有康有为书联云: 夏声涵海来重译，孔学递邮演大

同。又有新会梁启超书联云: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第问耕耘”。他还了

解到康广仁夫人在该校任教员②。10 月 18 日( 公历 12 月 3 日) ，到神户时，程淯

还专程去见康有为弟子、当地同文学校校长汤刚( 字觉顿) ，两人乃旧相识③。

2. 程淯与山西《晋报》

《晋报》是山西的第一份近代报纸，山西的铅字印刷技术最早在该报中出

现，比《并州官报》《晋阳日报》都要早。而《晋报》的创办人及主持者正是程淯。

程淯怎样到的山西，又是如何成为《晋报》的创办人? 新闻史家姚福申引用

了清末山西留日学生杂志《晋乘》上的说法:“与清朝官员沈仲礼有些裙带关系

到的山西。1900 年，沈氏奉命到山西主持洋务事宜，程淯随同前往，附名于洋务

局。1901 年李提摩太重回山西，以地方的庚子赔款，设立山西大学堂。在李提

摩太和沈仲礼的提携下，创办了《晋报》，并任主笔之职。”④程淯与沈敦和是否

存在裙带关系，暂时查无明证，不过沈、李二人对程淯的提携应当属实。

至于《晋报》的历史价值，姚福申的评价很低，他认为《晋报》“是当时全国印

刷最差，价格最贵的一种报纸……该报是民办的官报，销数不足五百份，绝大部

分系抚宪札饬各衙门订阅，另一部分则由州县强派于民间……新闻大都采自京

沪各报，时效性很差。整个报馆并无专人担任访员，消息的闭塞可想而知”⑤。

但事实上，《晋报》并非像姚氏所言的那样不堪。

首先，转载他报新闻、论述的做法，在当时中国的报刊中很常见，《晋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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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王元周:《安重根与中国》，《知识交流与历史记忆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8 年，第 11—13
页。
程淯:《丙午日本游记》1907 年印本，第 93 页上、下。
程淯:《丙午日本游记》1907 年印本，第 96 页上。
《程淯之丑史》，《晋乘》1907 年第 1 期; 另见姚福申《程淯与晋报》，《新闻战士》1985 年第 2 期，第

47—48 页。
姚福申:《程淯与晋报》，《新闻战士》1985 年第 2 期，第 47—48 页。



139

的文章也被其他报刊转载过。例如，1904—1908 年间，《东方杂志》曾大量转载

其他报刊上的文章，其中采择最多的是《中外日报》，《晋报》也至少有 2 篇文章

被《东方杂志》( 第 2 卷第 2 期、第 10 期) 转载，即《论政府宜宣传利用报馆推广

白话演说》与《立宪私议》①。其他报刊也转过《晋报》的文章，如山东巡抚周馥

创办的《济南日报》②。此外，《振华五日报》第 25 期( 1907 年 8 月 13 日) 转载过

《晋报》中的《论工艺局亟宜筹办》③。

其次，《晋报》的编辑及主持者具备办好报纸所需要的业务素质以及人脉关

系。《晋报》创办之初编辑为谢荫昌( 1877—1930，字演苍) ，程淯同乡，具备出版

相关经验。1899 年，谢荫昌在常州致用精舍讲学，后与蒋维乔等创设修学社，翻

译实用书籍，为上海书局编辑《最新经世文编》。谢荫昌曾给《时务报》投稿而被

汪康年邀到上海，并被推荐为《选报》的编辑④。至于程淯本人，协助李提摩太办

理广学会并参与戊戌维新的经历，不仅令其积累到一定的新闻出版经验，并使其

在当时新闻界获得一定的人脉。程淯与在北京创立《启蒙画报》《中华报》《京华

日报》的著名报人彭翼仲是很好的朋友。《启蒙画报》曾以赞赏的口吻介绍程淯

所创立的晋明小学校学生开风气之先，“因为省城地方大，演说的人少，就商量

起来，每天工课完后，跟着在街上演说报纸……说的又透彻又清楚，所以听的人

越聚越多……不料几个十几岁的小学生，居然有这开风气的大志愿，真是可

爱”⑤。彭翼仲后因报道袁世凯诛杀康党被捕，并被发配新疆。在被遣戍途中，

彭氏路经山西，受到程淯的招待，“《晋报》主人程伯嘉遣仆在此久候，并带来信

一封，银六十两”。第二天，程淯还到榆次县王胡镇与彭氏见面，并建议彭氏请

日本人帮忙⑥。

最后，程淯主持下的《晋报》，向地方摊派的做法，并不尽如姚氏所言全为负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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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 1904—1908) 》，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391—392 页。
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9 页。
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 2 卷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185 页。
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人物志》，凤凰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98 页。
《小学生热心演说》，侯杰、王昆江编著《醒俗画报精选》，第 225 页，转引自李长莉《中国人的生活

方式: 从传统到近代》，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610—611 页。
彭翼仲:《戍程载笔》卷一，姜纬堂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大连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8—
2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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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影响。例如，袁世凯就曾效法《晋报》的做法，指示下属大量购阅《北洋官报》，

“并照山西《晋报》向章，以代销报数之多寡，核定功过。故所属多来购买，以便

转派分销，因之该报销路日见其畅”①。由此可知，政府官方对报纸以及书刊的

推介，在报刊草创时期很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确实有人通过《晋报》了解山西乃至全国的情况，如太

原县举人刘大鹏就留下了许多阅读《晋报》的记录。

1902 年 9 月 18 日，刘大鹏首次见到其东家 ( 太谷县大户) 送来的《晋报》，

“近日省城设晋报局，仿照上海天津《申报》之法”。当日，刘大鹏从中获悉中国

各地正在暴发瘟疫。11 月 18 日，刘氏从中获悉各地教案的情况; 12 月 9 日，得

知清政府在实施新政; 12 月 12 日，获悉北洋在试行印花税。此后，直到《晋报》

停刊，每年刘大鹏都有不少阅读该报的记录。

1903 年 11 月 9 日，刘大鹏得知俄国人占领黑龙江; 12 月 8 日，又听说东三

省全部为俄人占领; 12 月 24 日，听到正太路已经开工兴建的消息，刘大鹏却以

为“矿务大兴，晋人不能安枕。”

1904 年 4 月 20 日，刘大鹏获悉清廷要裁撤各省州县的教谕职位，慨叹儒生

将无出路; 10 月 2 日，刘大鹏再次认定正太铁路将导致山西门户大开。

1905 年、1906 年，刘大鹏也有阅读《晋报》的记录。1907 年，从《晋报》上，刘

大鹏第一次听说孙中山的革命，9 月 1 日日记中记载，“( 留日学生) 多系革命党，

装束皆为洋式，私运军火回华，专与国家为仇，各省学堂之学生入其党者亦众。

该党魁孙文，广东人，出游日本，遂倡革命，现在声势浩大，行踪诡秘……”5 天

后，刘氏得知《晋报》关停，他遗憾地写道:“顷闻《晋报》不出，由报馆主人被公立

中学堂之人用强硬手段勒迫而罢也。《晋报》系光绪二十七年秋七月晋抚岑公

春煊使之设立，迄今七月，凡六年，竟被学堂中人所坏，则学堂者之权力，可谓之

大矣。”②

由乔志强先生整理出版的《退想斋日记》，仅为刘大鹏日记中很小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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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1903 年 5 月 15 日，转引自黄林《晚清新政时期图书出版业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81 页。
刘大鹏著，乔志强整理:《退想斋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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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关于刘氏阅读《晋报》的记载已极为可观。此外，还需注意的是，刘氏日

记中对清末新政批评甚多，但对《晋报》却少有指责。可知他对《晋报》的主持者

程淯并无了解，但对其为山西人所逐感到惋惜。

二、程淯的日本考察活动及反思

如前所述，甲午战后中国出现不少因公或因私赴日考察的人士，而庚子之

后，清廷倡导新政，赴日考察者更是愈来愈多。在此背景下，为创办山西劝工陈

列所和医学堂，程淯奉山西巡抚恩寿之命，赴日考察工艺、医学①。从 1906 年 8

月 17 日( 公历 10 月 4 日) 自上海出发，到 10 月 24 日( 公历 12 月 9 日) 回到上

海，程淯在日本进行了为期整两个月的考察，相关记录在 1907 年出版，即《丙午

日本游记附山西兴革事宜条陈》②。

程淯的赴日考察与其他人的考察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一、程淯具有日本考察

的经验，1904 年曾自费考察大阪博览会并调查日本全国学务③。二、程淯具有考

察日本的便利条件。程淯在《晋报》馆中创办晋明小学堂④，该校日语专修科毕

业生有在日本留学者⑤，而且该校中也聘有日本教习。这些人同太原当时其他

新式学堂中的日本教习⑥，以及中国的旅日商人、留学生等等，为程淯的日本考

察提供了诸多便利。三、程淯是以私人身份到日本游历，他既不接触中国驻日本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呈特保前交通部参事程淯拟请以道尹交政事堂存记任用并批令》，

《政府公报》1914 年第 787 期。
本文所引《丙午日本游记附山西兴革事宜条陈》( 以下简称《丙午日本游记》) ，无出版机构信息，应

是作者程淯自印本，封面有“丁未( 1907 年) 九秋，著者阳湖程伯嘉过京赠，亢虎”字样，可知该游记

是程氏送给江亢虎，后为江氏捐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
见《丙午日本游记·例言》。
刘大鹏:“晋垣学堂”，《潜园琐记》，转引自乔志强《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75 页。
《丙午日本游记》，1906 年 9 月 11 日( 公历 10 月 28 日) ，第 28 页上。
如日人三户章造，曾在山西农林学堂任教习，《丙午日本游记》，1906 年 8 月 21 日 ( 公历 10 月 8
日) ，第 6 页上。多田政固，为程淯所创立的晋明小学堂教习，见《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4 日( 公历

10 月 11 日) ，第 9 页上。多田政固为程淯译出《日本文部省省视学官制》《日本褒赏法制》《日本小

学校法制》等日本教育相关文献，见《丙午日本游记·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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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使及领事等外交官，也不拜见日本的高官，主要借助自己新认识的朋友( 华

商、日本人) 。程淯将调查日程安排得很紧凑，便于对日本进行更为深入的考

察。四、虽然在日本调查仅两个月，但程淯所留下的《丙午日本游记》，篇幅大于

同一时期在日考察时间相近的大部分东游者的记录①。

旅日期间，程淯到过许多学校、医院、工场、博物馆、展览馆，留下极为详细的

记录，而其中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及反思，颇值得注意( 为方便起见，文中所引日

记用的是农历时间) 。

作为中国人的国耻意识。初到日本，程淯即感到日本对中国的轻视。到东

京不久，他就改装易服，因为“自长崎至此，途中日童之呼腔腔薄支者，随处而

有，不得不暂易服装，以免歧视”②。在博物馆、公园，程淯见到许多专门用以陈

列的日本缴获的中国“战利品”。这些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异于莫大的耻

辱，许多人采取的是视而不见的态度。程淯却未回避，都一一记录下来，他认为

自己的做法是“不敢更惜小耻，致忘大耻，又不敢更惜个人之耻，而必欲公此耻

于人人也……夫败固当耻，如日之胜我，而犹以受人干涉为耻者。窃顾吾国人

人，于此更进一解也”③。1906 年 8 月 19 日，程淯于长崎登陆后，即往观日本人

陈列的甲午“战利品”，如镇远舰上的探海灯、炮和炮弹等。对此，程淯这样评价

日人的行为:“观其事事经营，无一不寓精神于尚武。”④为将国耻展示给国人，在

离开日本之前的 10 月 7 日，程淯专门请摄影师南工藤到靖国神社，避开日本当

局的干扰，拍下日本陈列的那些来自中国的“战利品”，如九段坂国光馆前刻有

李鸿章督造的大炮，英人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督造的大炮，还有从直隶深州以及

辽宁运到日本的两尊石狮子等，印成照片数十张，附于《丙午日本游记》正文

之前⑤。

程淯敏感地意识到日本藉战争中缴获的中国战利品进行展览的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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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资比较者有严修的《东游日记》、陈荣昌的《乙巳东游日记》，以及王宝平主编的《晚清中国人日

本考察记集成: 教育考察记》所收相关日记。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5 日，第 10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又记》。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19 日，第 3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7 日，第 81 页上—8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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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恢张武功，一以激劝后起”①。他还清楚日本将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企图，“欧美

远隔，力难与争，( 日本) 视线所注，遂并全力于西邻之我国。故近今渡来我国之

商人，月必数百，学生之旅行于满洲者，动辄数千。彼以千锤百炼之学力，合而谋

我。我以窳废应之，不亡何待? 优胜劣败，天演公理。此岂能为日本咎哉?”②在

调查日本经济过程中，程淯也注意到日本的向外扩张，尤其是对中国进行的移民

侵略。8 月 19 日，程淯的记录是，“盖日人战后经营，悉取移民与保商政策。其

移民政策，则全国人口统计约五千五百万，而岁出之米谷，仅敷五千余万人之食，

势不得不为壑于邻国。自满洲经营后，而反哺于本国者，可年得三十余万人之

养，而国内盗贼亦少。是以政府命之，各新闻纸复鼓吹而劝导之，全国人民遂皆

有跃跃于移殖之趋势”③。10 月 11 日，程淯到东京 ( バツク) 画报社考察，与主

笔中村弥二郎以及安孙子贞治的笔谈也提到日人在中国东北的活动，“知其曾

游历满洲。计近年日人之旅行于满洲者，每月恒有三百余人，内以商贾为多，商

贾中尤以纺丝布帛为最，而今夏学生之往游满洲者略一千人”④。

对于日本带给中国的耻辱，程淯主张反躬自省。例如，在去大阪的火车上，

程淯看到一日本人绘制的画册，里面有侮辱中国的内容。对此，程淯以为中国人

被日本人藐视是不谋自强的结果，“并坐者一日人，手画报一册，因假观之，则绘

有吾国人因立宪改革由日人代剪发辫者……复绘各国人代表图: 日人持剑居首;

吾国之辫发者，拖指挥刀随行回顾，状殊怯懦……噫! 其轻藐吾国，何独在笔墨

哉! 而实吾国人之自取也”⑤。

程淯对于中国民众的不开化，遇到侮辱而不觉，感到愤怒。在靖国神社的考

察中，程淯看到一华人艺人裹着羊皮与马、牛等动物一同表演，立刻大怒“愤国

力之衰弱，下至演技者，乃竟敢以之侪于牛马，同时演剧。彼恬不知耻，犹甘为

之，何惛若此!”他甚至直接找到那个华人，给予车钱，令其在晚上到自己住的旅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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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丙午日本游记·又记》。
《丙午日本游记·例言》。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19 日，第 3 页下。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11 日，第 89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3 日，第 8 页下—9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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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相见。见面后，程淯劝诫那位华人艺人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侮辱到中国

国体①。

对中国当时教育尤其是留学教育的反思。教育考察是程淯日本考察活动的

核心。与大部分东游者一样，程淯也注意考察各类学校的组织结构、职能、科系、

课程、学制、教学条件、学生数量，甚至给学生成绩的方式等等; 而与大部分东游

者不同的是，程淯无时无刻不在对比中日的教育，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8 月 27 日，参观东京振武学堂( 清政府委托日本设立的培养军事人才的学

校) ，程淯注意到中国各地派到日本学习军事的情况以及成效，其中清政府急功

近利的做法，令他有些失望，“吾国学生，向未有入大学者。非不能入，盖稍有可

入之资格，如毕业于户山于联队者十余人，已均为北洋及湖北调回; 毕业于士官，

虽亦有二百数十人，亦俱回国，而尤以北洋者为多。日本士官，其经历几许程度，

始告成功，以赴战事。吾国今虽渐知重武，渐知练习，然费巨额之学资，所学未

成，辄令回国。较以程度，终居人后，殊可惜也”②。9 月 27 日，参观东京农事试

验场后，程淯又对比了中日于农业技术的不同做法，“彼国以绩学之士，用科学

深邃之理，以攻究之，吾国乃委之乡愚。彼国几经试验，不厌精详以求改良; 吾国

乃一仍旧法。彼地多瘠薄，而今则阡陌成行; 吾国以重农之国，而今多芜秽不治。

于是出产终不能逾常格，水旱遍灾，惟仰给于移民赈粟，亦幸哉! 地大物博之或

可慰情也”③。

在日期间，程淯屡屡向日人请教派遣留学生的办法，及如何推行新式教育等

问题。9 月 6 日，与日本女教师井口吾缲君笔谈，程淯得知日本文部省官费留学

后必须为国服务的规定，进而想到中国当时的留学政策，“因思吾国历年派送学

生，前后数已盈万，学生多无程度，卒业归国，亦不知所以用之。若日政府仅选派

井口一人学习体操专门，归即遍施之于各校，费既省而效亦多，殊可法也”④。而

在目睹中国官员因不了解情况，在日本浪费大量财力购买教学标本物品时，程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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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午日本游记》，9 月 19 日，第 41 页上—4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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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中国推行新式教育，应该“有日本以为车鉴……又学校贵精神，不贵形式;

贵教育之普及，不贵程度之过高。今当需才孔亟时，倘一不慎，既不足造就人才，

而因地大势涣，其失败之财力，当更千百倍于日本。至日本学校自小学至高等，

教习支俸，皆有一定数目，而不能参差。我国延聘日员，当调查其卒业何校，得第

几级学俸，今自吾国酌加几何足矣”①。

为更为清楚地了解新式教育中的种种问题，程淯还多次向日本教育部门官

员进行请教。9 月 12 日，程淯见到东京府学务课长涩谷元良，了解日本从文部

省到府县学校整个学务系统的情况②。9 月 18 日，程淯与涩谷再次进行深入交

流。他先是询问在中国推行新式教育的办法。涩谷建议“智识与道德须骈进。

于他邦之事，取长舍短，以斟酌适要为宜。愿贵邦朝廷速定教育之大方针，依之

实施”。继而问到财力不济的情况下，政府怎样推行强迫教育的问题。涩谷认

为，政府首先要进行宣传，发动媒体，让民众了解到接受教育的必要性; 其次，确

定奖励教师、奖励地方推进教育成效显著的办法; 并督促家长，从而推动基础教

育的普及。程淯还问到教科书问题。涩谷的建议是，日本教科书可以参考，但中

国将来必须得自行编纂。此外，程淯还问到改革过程中如何处理顽固派的掣肘

问题。涩谷建议，“官民虽少醒觉，唯其醒觉可待。如仁兄热诚兴学之辈，日夕

倡导之声，愿由新闻由演说以启众盲，由学校经营示其实进，冀具眼之官绅，整理

学制”③。最后，双方还谈到中国留日学生质量提升的问题。涩谷建议中国对留

日毕业生要进行测试，以便他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而在聘请日本人作教习

时，最好请日本文部省进行推荐④。10 月 1 日，程淯第三次拜见涩谷元良，两人

谈到日本聘用外籍教员及工厂人员的薪水问题⑤。

10 月 23 日，在回上海途中整理在日本收集到的教育相关文件时，程淯仍在

思考日本推行新式教育的做法，尤其是聘请外籍教师的特点，“大学各科，非有

极深研几之素学，不能膺讲师之选。是以所聘均系欧美名家，远涉重洋，自非月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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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较昂不可。其他则自数十元以至三四百元不等”。进而对中国推行新式教育

成效不显的原因进行反思，即给外籍教习提供薪水过高，却以教育自主为名，限

制其才能的发挥，“吾国各省办理学务，延聘教员，薪资皆以二三百两为普通

数……今各省因延聘教员，往往派专员赴东，由钦使转达日本外部与文部省……

自奉既奢，所聘教员必不能薄待，则川资各费又安得不厚……夫各省官场，既惟

知优厚聘金，延任教育，其果能获益于外人犹可说也。而一般督办提调，不学无

术，积习甚深，茫然不知教育为何事。而与外人所定合同，于督办权限一条，必最

注重，意必如此始可钳制外人也。于是教员偶有所见，欲图改良，恒为权限所域，

不便越俎。官场既尚敷衍，外人亦何乐不为其逸哉? 此其糜款费时、久而无效之

原因也”①。

在与留学生以及日本教育者接触的过程中，程淯逐渐意识到中国留日学生

大部分基础较差，而清政府方面在留学问题上目的并不明确，从而白白浪费了大

量财力。8 月 26 日，程淯遇到山西留日学生郭伊( 字莘耕，曾任山西商会会长) ，

得知中国留日学生初到日本、日语不好者居多，而日本争开私立学校，以投所好。

程淯当即想到中国大可设立语言学校，“以为游学之预备，免贸贸赴东，浪掷金

钱也”②。日本官员关于大部分留学生根底很差、学业未成匆匆返国的提醒，也

刺激到程淯，“‘贵邦每派留学生，动辄数百，动费数千数万，信乎地大物博，为力

甚易。然年年如此，省省如此，意必于学务前途，有蒸蒸日上之趋势。而每见内

地学校，依然科举之形式，在东学生每无根底，恒有学业未成、匆匆返国者。实不

知贵邦办学诸公命意之所在也’，予闻是言，惟有汗颜相对而已”③。由是，程淯

再次提出中国通商口岸大可办留学预备学校，对预备留学的人员进行语言及基

础知识的培训，不仅可以节约大量的留学经费，还可以提高留学生的质量④。

日本教育产品销往中国的情况及启示。8 月 24 日，程淯见到上海科学仪器

馆在日采买仪器的张之铭⑤。8 月 27 日，日人福田清一告诉程淯，中国学堂用具

第十一卷

近代中国的旅行写作

①
②
③
④
⑤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3 日，第 102 页上—102 页下。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6 日，第 11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3 日，第 103 页上—103 页下。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3 日，第 103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4 日，第 9 页上。



147

大部来自日本东京的三越工场，“今则浙江高等学堂共购五千元。又云南提学

使定购伍佰元。各提学使抵任后，亦必陆续购办。而湖北黄提学之公子某，每星

期必至该所学习二回云”①。两日后，程淯遇到陕西留学监督缪石逸在东京采买

图书标本，共费三百二十元。程淯叹道: “余视其所购者，亦仅值数十元耳。购

自日本即需重价，则合各省计之，此费殆不赀矣。缪君又言 ( 陕西) 师范学堂开

办，已费至十三万元，在日本所购书籍仪器模型标本等约万元。”②程淯指出中国

学堂购置的教学标本，大部分在国内可以找到，没有必要全部到日本购买。

9 月 12 日，程淯参观一印刷所，了解到该所绘制的“博物图谱及教科书图

画，均运销于吾国者”③。10 月 6 日，得知大江刷印局印刷的地图大量销往中国，

与主人笔谈，了解到“每年销售于吾国之地图三万册，教科书约一万册，合银五

万元。而其同业最大之店，计三省堂、三松堂、金港堂、东亚公司，合共五家。该

店在上海有分销处，在棋盘街之勤学社。他若广智、文明、科学仪器馆、中西教育

器械馆等，均代分售。日人近年以图书销售吾国者，盖亦一大宗也”④。

日本实业可资中国借鉴者。8 月 25 日，从同乡谢康伯祖元处，程淯了解到

东京高等商业学校的情况，分为预科、本科和专修科，在了解专修科以“立身报

国、勤信谦让为根本”后，程淯想到的却是，“吾国国民有商才而无商德，所亟宜

设学改良者”⑤。

9 月 1 日，程淯与王惕斋一同参观东京漆工纵览所，在了解到日本漆器产业

的发展情况后，程淯注意到日本漆器不用中国漆，原因是“中国漆非不佳，以漆

商恒喜掺油，遂不能制造精美物品”⑥。同日，程淯还与王惕斋一同到制造军装

服饰的中野商店。该店“每年除己国自用外，销售于吾国者最多。计去年北洋

来此采购金银线制之帽章肩章服章等，共三十万元”⑦。这个数字令程淯很是震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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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由是想到，“中人但知墨守，且视此等工艺为无足重轻。不知即此戋戋，已年

耗我数十万金矣”①。

9 月 7 日，在日本一家小店，程淯注意到里面的绸缎“视吾国之缎无色矣”，

因之发出中国应该效法日本改进绸缎工艺的呼声，“吾国苏杭各产，倘能加意织

花闪色，复能仿其治丝之法，则成本轻而外销广矣”②。9 月 27 日，在蚕业讲习

所，程淯看到世界历年输出蚕丝织物表，得知日本横滨一地出口数，与中国江浙

两省输送到上海出口的数量相仿佛，他提醒国人“吾国商品仅恃丝茶，对此能无

愧色?”③

离开日本之前，程淯获得日本全国工厂的统计资料: “大阪府 1185 家，兵库

县 680 家，东京府 640 家，长野县 560 家……合共 9241 家，各厂雇工男 207997

人，女 318406 人。”又得共进会章程一卷，认为其中不少值得效仿，“吾国工艺方

极幼稚，劝商劝工等场必将陆续举办，章程中固有可资效仿者”④。于是，程淯摘

要记录了章程中关于博览会的一些制度，以供参考。

亲历中日交涉，推动日本政府退还华商家屋税。10 月 22 日( 公历 12 月 7

日) ，程淯在长崎见到华商会馆副董苏道生，得知日本政府对华商的歧视: 1899

年，日本政府开始加征外国人在日本的房屋税。在日本的西方人不接受日本政

府的做法，向海牙平和会( 即万国和平会议) 提起诉讼。海牙最终裁定日本政府

加征外国人房屋税不合法。1906 年，明治天皇下诏退还外国人房屋税，但华商

并不在退还之列。虽然自 1906 年起，日本政府不再征华商的房屋税，但之前七

年间从各地华人手中征去的税已有三十余万元。华商们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

日本政府态度很傲慢。1906 年 4 月中日马关条约到期，改约期限为半年。华商

向清廷驻日公使杨枢提出交涉请求，公使态度却很消极，甚至故意刁难，要华商

汇集到征税收条，才能与日本进行交涉⑤。

程淯了解了这些情况，“愤堂堂公使不能据理力争，且并应得之权利一切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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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视华商身命若赘疣，无怪外人之遇事薄视也”，乃决定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使

杨枢施压，以推动中日交涉的进程①。程淯将华商给清廷外务部的禀文在上海

《中外日报》上刊载，表达华商对于中日改约的期望，“此次约满，重在改约。约

可包税，税不能包约。我国吃亏不止税则一项。现在当争者: 一、最惠国; 二、利

益均沾; 三、领事优遇特权; 四、协定税; 五、华商在日本所纳一切税额，不得过于

其内国人及最惠国……各国虎视鹰瞵，愈让愈受其要挟，且各国无半面条约之

理。如日本人与我订其入口税，而我未与彼订我之入口税; 我允待以最惠国，而

彼不允待我以最惠国，是即所谓半面条约……如此外侮叠乘，伊于胡底?”在程

淯的影响下，《中外日报》刊出题为《论留日华商请杨公使力争家屋税事》的专

论，矛头直指驻日公使杨枢的失职: “惟近时因家屋税一案，寓日商人对于杨京

卿颇有不满之意。华商之苛求京卿耶? 抑京卿之负此公使也? 然其不能保护商

民，争执权利，则固万无可辞。夫国家简派公使，其责任固甚重。商民之对于公

使，其期望亦至深。今若徒有拥皇华、称钦差之荣耀，而于应争之事则不欲争，可

争之事则不敢争，坐使本国之商民受主国之待遇与他国异，而且同处一隅之地，

乃较诸各国之商民，其所享之权利，显有天壤之殊，则不公使之咎而谁咎哉? 固无

怪商民之有觖望也……记者曰: 呜呼! 今之奉国书、衔皇命、涉重洋而任公使者，其

数已以七八计，其能无歉于公使之职任者鲜矣……今若坐视商民之欺绐，而不能尽

力; 坐视利权之损失，而不能与争，则有公使与无公使等，又何用此公使为?”②

程淯的影响体现在，《中外日报》报道之前，国内新闻媒体对日本华商争取

退税权益这件事多持漠视的态度。如 10 月间《通问报》的报道，仅是给出日本

外务省拒绝退还华商家屋税的理由: “外部答称，此税须照日本律例，仍向华人

征收，因免税之例只准欧美各国，故海牙和平会之所判断，中国不在其内。”③同

期出版的《外交报》、12 月出版的《东方杂志》皆刊载了海牙对日本征收外国人

家屋税的裁判书全文，却无一语涉及华商的正当权益④。甚至 11 月 30 日《外交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①
②
③
④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2 日，第 98 页上。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2 日，第 99 页下—100 页上。
《日外部不准华侨免纳家屋税》，《通问报( 耶稣家庭新闻) 》1906 年第 227 期。
《家屋税裁判书》，《外交报》1906 年第 6 卷第 26 期;《家屋税判决书》，《东方杂志》1906 年第 3 卷

第 13 期。



150

报》还刊载了日本《明治学报》的一篇题为《论家屋税》的译文，表达的是日本对

海牙裁判的不满:“按: 永久借地权之在外国犹有应征家屋税者，而我国则不独

租界，即内地家屋，一经外人居住或具名，权悉为其所有，是皆治外法权阶之

祸也。”①

而在《中外日报》专论刊出后，随着事态的发展，《申报》也站出来指斥驻日

公使杨枢的不作为:“华商侨居日本长崎者，自明治三十二年起，均纳家屋税，至

今七年。欧美国人民因昔日亦纳此税，致与日政府涉讼，在荷兰海牙裁判所得之

前纳之税统由日本归还，已于上月二号由日本一律清还。惟华人之家屋税未还，

且欲征收，而杨使复不力争。本月二十四日，长崎众商在商会集议，并电致农商

部，请向日政府理论云。”②迫于压力，驻日公使杨枢就华商家屋税事与日本外务

省重新进行交涉，并很快指令横滨领事:“札行事照得华商禀请照商日外部将已

纳家屋税一律交还一案，业经本大臣照会日外部，妥照办理。”③

1907 年，日本政府终于妥协，首先是日本横滨市役长发还华商所纳房屋

税④; 继而宣布发还之前所收华商的家屋税、自来水税⑤。为感谢程淯在此次交

涉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长崎华商副会董苏道生专门写信表示感谢，“客月台驾

过崎，聆教益为幸。家屋税事，前蒙即登《中外日报》，震惊钦使，嗣得去向日本

外务部竭力说项。今已准与欧美一律归还华商，还期在新历下月中。度必可如

华商所争之愿矣。惟是饮水思源，此事皆出阁下之鼎力。衔感者不特弟一人，即

羁留日本之全数华商，靡不感德于靡既也。兹以崎埠所载家屋税归还之日本报

纸邮呈，至 请 察 鉴，以 昭 实 迹。倘 欲 借 侦 探 东 方 之 事，希 即 示 晓。弟 当 效

力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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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国后程淯给当局的建议

回国后，程淯就自己在日本的考察经历及平日所思所想，向山西巡抚恩寿提

出建议，即《上恩中丞条陈山西兴革事宜禀》一文。程淯建议政府破格录用人

才; 对官员进行培训，涉及内政、外交、国势、民情、学务、路矿、实业、戒烟、天足等

等，并进行考核。为实行新政，程淯还建议延长官员任期。此外，程淯还提出下

列主张: 整顿警察以强化地方治安; 推动地方以白话颁行告示; 施行强迫阅报稽

查演说; 改良戏剧，藉以为风化之助; 在官员子弟中首先推行强迫教育，利用各省

会馆作学堂，通过候补官吏摊派筹集经费; 学堂用人破除省界; 师范教育注重精

神，即爱国教育; 提倡女性教育，注重职业教育; 农林学堂加增畜牧方面的培训;

消除地方狼豹对百姓的侵害; 延揽正太铁路修筑过程中的学徒，用于扩充机器

局; 要求巡抚及各级官吏带头集股兴办实业; 以各城市的城楼为场所，吸收游民

进行日用产品的生产; 破除省界之见，大开晋矿以富中国。

在给山西巡抚的建议中，与程淯日本考察直接相关者，包括提倡演说及改良

新剧。其中演说观念的产生，不仅有程淯个人的见解，还有来自日人的建议。早

在抵达日本之初，在会见长崎华商时，程淯就建议当地华商提倡讲报演说，借以

改变下层华商的陋习①。与日本东京府学务课长涩谷长元的交流中，在谈及改

革过程中解决顽固派掣肘问题的办法时，涩谷的建议也涉及了演说，“官民岁少

醒觉，唯其醒觉可待。如仁兄热诚兴学之辈，日夕倡导之声，愿由新闻、由演说以

启众盲，由学校经营示其实进。冀具眼之官绅，整理学制”②。这进一步强化了

程淯对新闻与演说在开启民智方面的重视。至于新剧改良的提倡，则来自程淯

在日本的观剧体验。旅日期间，程淯曾与同乡谢康伯去日本剧场看剧，了解到新

的戏剧在日本发挥了重要作用，“每一新剧出，恒演至数日、十余日、月余不等。

盖皆于社会有裨益者……戏剧之于社会，关系实非浅鲜。近闻津沪各茶园有改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①
②
《丙午日本游记》，8 月 20 日，第 4 页下。
《丙午日本游记》，9 月 18 日，第 38 页下—39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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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戏曲之举，得在上者奖劝之，学士文人复各出其续余，化导下流，普开民智，一

扫淫靡之习、迷信之风，亦教育之助也”①。

此外，程淯关于强迫教育、女子职业教育、农林学堂设置等建议，也与其日本

的考察存在或多或少的关系。

除了《上恩中丞条陈山西兴革事宜禀》文外，程淯还撰写了《上恩中丞拟设

曲西运煤公司禀》，专门解决太原西山产煤运输困难的问题。程淯提出集股五

万元，兴修从太原西门到西山长达三十余里的简便铁路，既将煤运到省城，同时

把煤燃烧后产生的煤渣运回西山填充矿坑。最终因山西绅商以主事者程淯等为

外省人，而未能实行②。为推动山西实业的发展，程淯还拟定《山西劝工陈列所

改良章程》《拟办山西商团进步会章程》，希望借助定期开会、演讲、体操、音乐、

报纸甚至游学等方式，促进山西商业团体的进步。

除了给山西巡抚上书，推动山西实业、商业进步之外，程淯还将建议提交给

直隶总督袁世凯以及都察院。

1906 年底，程淯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主要谈的是拓展电报业的问题。通

过比较中、英、美、日官办电报机构的总收入，程淯指出中国电报业的发展潜力巨

大，进而提出推进中国电报业发展的三个方面: 一是推广子局。中国直省州县一

千七百多，然总局分局只设三百所，而山西、陕西、贵州等省各仅有三局。以山西

为例，大同、归化等地区皆无电报局，以至于 1905 年出现匪患，与省城太原联络

还是靠提塘驿传联络。各省类似情况不少，广设电报子局有很大空间。另一是

整顿学堂。程淯认为，发展电报业不能依赖外国人，应该在各省设立电报学堂，

培养本国人才。人才多，从业人员薪水就可以降下来; 人才多，形成产业，通过仿

制国外电报业发展所需的相关器材，也能降低成本。三是节约靡费。程淯提出

利用中国人孙光泰、丁生槐研制发报所需的电机，集聚人才，担任制造、维修电报

器材的工作，以降低电报业建设的费用。此外，程淯还建议裁撤冗员，“多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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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丙午日本游记》，9 月 14 日，第 31 页上、下。
《山西通函》，《申报》1907 年 7 月 4 日第 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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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不设总分局，于总局文案等员痛加淘汰”①。

1907 年，程淯还到北京，呈给都察院一份建议书，11 月刊于《政治官报》与

《顺天时报》中。程淯指出: “振兴中国，首须打开民智，养成国家观念; 而兴实

业、讲制造、裕财政，皆为急切难缓之图。”②其建议共包括十七条: 一、实行尊孔，

注重乐歌瞻礼。二、学习日本，报刊媒体要为推动宪政及国家进步发挥作用。

三、破格录用人才。四、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统一语言( 北京官音) 的举措，有利于

国家的统一，“语言代表思想，语言不一，则情意相隔而无感触，志趣涣散而难团

结”。五、注重精神教育，使人人有国家观念。程淯通过日本甲午战后通过战利

品展出、教科书等形式“激励”日本国民的例子，进而说明“爱国即所以保国，爱

国之精神欲深入于人心，必教育不为功也。宜由学部悬重赏赏募编教科书籍，激

发国耻，提倡各种精神教育，俾人人有国家观念，收效必极远大”。六、在官员子

弟中率先实行强迫教育。其逻辑是，“欲开民智，先开官智”，“今以旧习惯之官

吏强其执行新政，学非素具，非阻碍即敷衍，即有欲竭力办事者亦苦无正当办法，

故新政虽颁，上行而下不能效”。七、在各省开办白话演说各报，以补学堂的不

足。八、注重女子职业教育，与男学并重。九、造就专门人才，以资应用。十、专

派学生出洋学习炼钢，以立制造基础。十一、吸引外洋华商开办晋矿，以救全国

之贫。十二、在煤铁产地( 山西平定州) 设立北厂，制造军械，供应东北、内蒙、京

畿以及山陕等地武备的需要。十三、大招商人承办各项工厂，从而减少官款的靡

费。十四、派技术工人出国深造，以求实效。十四、各省在上海合开全国博览会，

以促全国工商之进步。十五、统筹全局，整顿全国租税以清偿赔款。十六、优恤

为公益死事之教员学生，以维系人心。十七、建议学部组织中西学问俱佳的人员

将《圣经》翻译成至美华文，颁行各省，以一视听而息教案，“其与孔教暗合者，即

以四子六经成语彼此互证，贯串成文，篇幅不宜冗长，俾得卒读。精译精印，颁行

各省学堂官署，俾阅者咸知西教不外墨子‘兼爱’劝人为善之旨，则一切猜嫌均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①

②

《程观察淯上直督整顿电政禀》，《南洋商务报》1906 年第 10 期; 另载于《东方杂志》1907 年第 4 卷

第 3 期。
都察院:《代递道员程淯应诏陈言呈请代奏呈》，《政治官报》1907 年第 25 期; 另刊于《顺天时报》
1907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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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涣然冰释”①。

虽然给当局提出如此多的建议，但程淯对清政府当局是否采纳其建议，并未

抱有太大的希望。在回到山西与日人高桥昌的笔谈中，程淯体现了对清廷新政

的失望，“敝邦官吏无久于其位者。更易频频，权不统一。故开办之事多，收效

之事少。且以素无经历之人办事，故各省新政均无效果”②。

余 论

为期两个月的日本之行，程淯对日本的教育、医学、实业等诸多领域进行了

极为深入细致的考察，在对比中日近代以来的发展状况之后，进行了深入的反

思，最终给清政府提出许多建议。但清末时人对程淯东游经历以及个人见识

的评价记载甚少，仅在长期于光绪、慈禧身边担任史官的同乡恽毓鼎那里有过

零星记录。1908 年，程淯与恽毓鼎相识，两人的相识并非因同乡之关系，而是

源于浙江人洪瑞生的介绍，“浙江人洪继祥( 瑞生) 介程伯葭来见，山西候补直

隶州”③。十余日后，两人再次见面、交谈，恽毓鼎对程淯的个人见识已然很是赞

赏，“伯葭留心时事，其识甚卓”④。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成

立，1 月 29 日，清帝宣布退位。5 月 11 日( 旧历 3 月 25 日) ，恽毓鼎在读《东方杂

志》上的《振兴农工商业书》一文时，留下这样的记录:“程伯葭尝谓:‘身处今日，

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真名言也。”⑤

作为一位几乎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程淯有着极大的抱负，他曾一心想在新

政中有所建树，在山西创办过报纸、学堂，东游后又向当局提出许多建议，却不为

所用，甚至还因路矿问题为山西士绅所驱逐。进入民国后，程淯的经历仍很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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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代递道员程淯应诏陈言呈请代奏呈》，《政治官报》1907 年第 25—30 期; 另刊于《顺天时

报》1907 年 11 月 22、23、26、27、28、29 日。
《丙午日本游记》，10 月 24 日回到上海，回晋时间不详，第 104 页下。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1 册，1908 年 7 月 27 日，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90 页。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1 册，1908 年 8 月 1 日，第 392 页。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 2 册，1912 年 5 月 11 日，第 590—5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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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一改之前的“新政”观念，力主尊孔读经。

程淯曾多次寄希望于北洋军阀，如吴佩孚、张宗昌等人的支持，达到尊孔读

经的目的。1923 年，程淯曾就恢复读经问题，给吴佩孚写信①。1927 年 6 月 20

日，张宗昌致潘复函，赞同程淯通过尊孔读经以抵制三民主义的主张: “顷程伯

葭淯条陈整理教育及言论机关两事，办法正当。查南方党军所至之处，皆改各校

为中山学校，教员非经训练三月中山主义者，不准在校教授。于是，青年子弟全

体化为国民党之三民主义者，人心大变，中国大乱将不可收拾……兹特介绍伯葭

诣前，将其中之阻力及学校加入读经之办法，详细面陈，如荷采纳，俾黄河以北各

省各校从速改变宗旨，读吾孔子之书，讲礼义廉耻之四维主义，则未始非抵制三

民主义之良法，而移易人心，安危定变，所关尤巨。”②除了借助政治的力量之外，

程淯还通过出版《历代尊孔记》及《孔教外论》，宣扬自己的主张。他的书在当时

发行甚广:“程白葭编著之《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刊》，由中国道德会出版，历

时八月，翻版七次，共印一万余部。内容有历代尊孔记实及欧美各国学者对孔教

之论列，如卫西琴( 美) 、李佳白( 美) 、李提摩太( 英) 、益沙令( 俄) 、多麻斯( 法) 、

费希礼( 德) 、那顿( 意) 、有贺长雄( 日) ，三十余篇，插图二十余，十万言。”③甚至

抗日战争时期，程淯仍然坚持自己的尊孔读经主张，《吴湖帆日记》中有记载了

相关的情况，“( 1938 年 2 月 22 日) 伯葭为提倡尊孔学之热心者，大骂以前政府

之种种不尊儒教，自造逆孽，以致大乱”，“( 4 月 9 日) 午后程伯葭、程云岑同来，

大发尊孔议论”④。1938 年，《历代尊孔记孔教外论合刻》第 15 版得到认购 3．7

万部。

从早期的新政追求，到更多在传统中寻找中国立足世界的资源，程淯的思想

世界是如何发展演变的，又是否与其早年的东游考察经历有关，作者将另有专文

论述，此处不赘。

被遗忘的清末东游者———江苏人程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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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与程淯书》，《爱国报》1923 年第 11 期。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 文化)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32 页。
《申报》1934 年 1 月 26 日第 12 版。
《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95、208 页。


